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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2018 年第 2 期的《战略决策研究》杂志刊载了一组文章，集中探讨了中美之间的领导权竞争问题。
摘要: 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生成与维持，客观上需要领导权的存在。国家对各自在国际合作中的收益满
意并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则是领导权生成与维持的关键。领导权竞争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战略
对接的方式来管控。“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的顶层国家战略，也是一种开放包容、追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机
制。金砖国家合作是一种非西方新兴大国的多边合作机制，旨在推动国际秩序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
革。如果二者能够实现战略对接，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利于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具包容性
的方向变迁。然而，领导权竞争却导致二者在短期之内实现战略对接的难度很大。就目前而言，中国应当确
保“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相对独立地持续发展、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同时采取经济激励和制度构
建相结合的方法，防止二者过于疏离甚至相互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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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的崛起大国，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面临领导权( leadership) 竞争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存在于中国与美
国之间、基于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转移结构性矛盾的领导权竞争问题。①事实上，除了处理与
美国日益增强的权力转移矛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两个
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即中美之间的领导权竞争能够影响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前景的
认知，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决心和具体方式，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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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够影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和护持自身霸权的方式。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
作对象主要是非西方国家，及其客观上对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与其他同样处于快速
崛起过程中的非西方大国之间，也可能产生领导权竞争，而如何处理与这些非西方大国的关
系，对于构建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金砖国家合作是非西方大国多边合作的有益尝试，必然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点。
但是，当前金砖国家合作的进展却较为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各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中印、
中俄之间，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领导权竞争。印度与俄罗斯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战略支
点国家，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至今依然十分消极，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推进，俄罗斯护持其在中亚地区既得利益的战略行为倾向也可能增强。因此，中国如果要更有
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且提高其合法性，就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非西方大国的关系，而实
现“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对接，则成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 2017 年 5 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一带一路’
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①也就是说，“战略对接”作为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手段，符合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一处理中国未来
对外关系的根本理念，而这一理念能够赋予和强化中国领导国际合作的合法性。因此，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内外战略的对接，以及与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对接，即使不能
够防止领导权竞争本身的产生，也至少能够防止既有的领导权竞争阻碍国际合作，甚至引发国
际冲突。自从“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对接问题的研究并不
鲜见，但这些研究既没有认真界定“战略对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评价标准，也没有将其与领
导权竞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对于实现金砖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目前学
界缺乏足够的探讨，已有的研究也只是片面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契合性，并且将金砖国家合作简
单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②事实上，如果不对“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本质
加以区分，不对二者各自面临的挑战作出分析，以及不对实现二者战略对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进行评估，中国很可能在实践中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甚至事与愿违。
二、国际合作中的领导权与领导权竞争
( 一)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 领导权的生成与维持
无论是为了应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外部威胁，还是为了维护或扩大自身的利益，国家都可能
产生发起或参与国际合作的动机。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共同威胁或利益诱惑的强度不
足甚至缺失，或者没有一方愿意主动释放成本高昂、因而更为可信的善意或诚意信号( costly
signaling) ，再加上缺乏有效的集体行为约束机制，国家之间就难以建立相互信任，进而建立可
持续的合作。③此外，各种国内因素、尤其是领导人的认知所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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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强化存在于国家之间、阻碍国际合作的不信任。①也就是说，国家应对威胁和追求利
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既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也能够阻碍国际合作。根据奥尔森( Mancur Ol-
son) 的集体行动理论，由于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非理性的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如果要确保合作
或共同体的生成和维持，就不得不引入强制力量，控制组织机构的规模，并且设计有效的激励
机制。②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促成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多边合作的集体行动，客观上需
要建立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 legitimacy) 的国际领导权。
国际领导权的生成和维持需要内生与外生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建立和维持国际领
导权需要不断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从而需要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与国内、国际观众成
本，③盲目争夺国际领导权很可能导致得不偿失、事与愿违。因此，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争夺国
际领导权的意愿、决心、实力和能力。只有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非常愿意且有能力通过强制、
议程设置和观念塑造等方式，引导、协调和塑造国际集体行动，国际领导权才有可能生成。更
重要的是，只有另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愿意持续选择追随或搭便车的国际合作战略，国际领导
权才有可能获得合法性，进而最终生成并得以维持。④正是因为合法性对于国际领导权的生成
和维持至关重要，有学者甚至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国际领导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国际威望的竞争。⑤另一方面，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国际制度、或者更广义的国际机制，是
约束和确保国家持续作出使领导权与国际合作得以维持的战略选择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
国际制度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设定了可预测的权利和义务，即行为的收益与成本，从而有利
于相互信任的持续生成。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表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对各自在国
际合作中的收益满意并愿意付出相应的成本，是领导权与国际合作生成与维持的关键。
( 二) 国际合作中的领导权竞争及其后果
国际领导权竞争通常发生在大国之间，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相比于中小国
家，即使国际合作现实或潜在的物质收益非常丰厚，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自愿长期接受其他大
国的领导，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强制其他大国长期接受自身的领导，因为这可能增
加大国为丧失国际威望、声誉或“面子”而付出的国内、国际观众成本。所以，大国从合作一开
始、或者最终都会产生争夺国际领导权的意愿; 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小国家，大国提供国际公共
产品和约束合作伙伴行为的能力更强。综合这两个方面，大国之间的国际领导权竞争几乎是
无法避免的。在实践中，领导权竞争通常是霸权护持和权力转移议题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试图
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霸权国，还是试图争夺霸权或推动既有国际秩序变革的崛起国，或多或
少、或早或晚都有巩固或争夺多边合作机制领导权的意愿和能力。
为了提高自身领导权的合法性及自身主导的合作机制的吸引力，霸权国与崛起国往往会
竞相向中小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政治支持或安全庇护。因此，中小国家有机会通过利用大国之
间的矛盾和领导权竞争，分享到一部分国际领导权，进而在扩大自身在国际合作中的物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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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成本( audience cost) 理论假设，国家决策者在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时刻受到本国的国内
行为体乃至其他国家及其国内行为体的密切关注。因此，如果国家决策者在国际冲突或危机中未能及时有效地实现当
初所宣示的对敌方或对手的威胁，甚至轻易妥协、让步甚至屈服，或者在国际合作中未能兑现承诺，那么决策者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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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的同时，降低维持国际合作机制的成本。随着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水平和国际关
系实践的制度化、组织化水平日益提高，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更容易实施各自的国际合作
与国际领导权构建战略。冷战结束以来，东盟通过将所有利益相关的大国都拉拢到自身的制
度框架中，进而获得了地区合作乃至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领导权，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①在这
种情况下，制度制衡成为新的国际领导权竞争形式，但由此导致的制度过剩，却成为了新的国
际合作阻碍因素。②具体而言，如果供给公共产品仅仅是霸权国维护既得利益和巩固自身国际
领导权的手段，现有的国际制度在实践中就难免沦为排斥崛起国的利益、制衡其实力增长，以
及防止其获得国际领导权的工具。对此，崛起国可能选择争夺既有国际合作机制的领导权，也
可能选择创设自身主导的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因此，霸权国与崛起国利用国际制度进行国际
领导权竞争的战略行为，最终很可能导致某一地区或问题领域的制度框架重叠交错、相互排
斥，即“制度过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最终不得不在霸权国
与崛起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间“选边站”，这不仅可能导致国际合作的机制化水平难以提升，
还可能导致既有的国际合作破裂，甚至激化大国矛盾、引发国际冲突。
( 三) 战略对接与制度整合: 领导权竞争的管控
事实上，既有的国际制度及其领导国之所以遇到内外竞争者，是因为其无法适应国际权力
结构的变化、满足多元化的利益偏好而失去了合法性。有学者发现，如果竞争国推动的国际制
度改革对领导国的领导权冲击度低、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利益兼容度高，并且提高了领导国护持
领导权或抵制改革的成本，领导国会采取容忍甚至支持的态度。③因此，只要竞争国与领导国
都采取审慎、务实和灵活的策略，国际秩序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朝着更有包容性的方向变革，
由此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也更具合法性。
面对“制度制衡”与“制度过剩”及其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通过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
间的利益协调，实现各国内外战略之间、或者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之间的战略对接，从而对竞
争性与碎片化的制度框架进行整合，最终构建包容性更强、合法性更强的新制度框架，对于管
控领导权竞争与促进高水平、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从既有的国际关系实践经验
来看，国家之间、包括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存在零和博弈，它们或多或少总是能
找到或构建起共同威胁与共同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不可调和
的利益矛盾，它们之所以发生冲突，往往是源于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④因此，只要不断
加强沟通、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且愿意在某些冲突性较弱、容易实现共赢的问题领域妥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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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唐世平区分了三种不同来源的“中国威胁论”。第一种是源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一
历史类比的中国威胁论; 第二种是源于意识形态偏见的中国威胁论; 第三种是源于中国未来战略意图与行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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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愿意暂时搁置争议，进而消除或降低战略意图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国家之间至少有可
能在一段时间内、或者在特定问题领域中达成妥协，最终有可能实现战略对接与制度整合。
三、战略对接的概念内涵和评价标准
近年来，不少对策研究都主张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的内外战略，或者多边合
作机制的战略对接，其目的是要降低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甚至威胁认知，通过
与其他国家实现合作共赢，扩大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影响力。①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没
有界定战略对接的概念内涵，无法评估战略对接的效果，难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现有的研究实际上是将战略对接视为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基欧汉( Ｒobert O. Keohane) 指
出，当行为体根据其他行为体实际或者预期的偏好，通过政策协调过程调整自身行为的时候，
或者说，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另一些国家认为有助于实现自身目标的时候，合作就产生了。②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战略对接是拥有相似或相容的利益偏好，但无法单独实现战略目标，或
单独实现战略目标成本高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主动调整各自战略目标，使之与其他
行为体的战略目标统一起来或至少能够协调一致，进而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的
行为。经济全球化、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跨国性问题的客观存在，使国家之间的合作收益与对
抗损失都大大增加。因此，国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与
国际体系的持续稳定，而这则取决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否能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
动。因此，战略对接能够成为国家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确保国际体系稳定的理性选
择，它体现了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国家安全和发展机会的观念。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合作与国际
机制将彼此的国内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共赢，是战略对接的核心要义。
战略对接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拥有相似或相容的利益偏好，并且战略目标不存在难以调和
的结构性矛盾。然而，作为一种合作行为，战略对接是否可行，还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
是否能够持续生成。事实上，安全困境与国家意图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主动妥协让步、
释放昂贵的善意信号，成为了建立互信、启动合作的必要条件。而要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得
以持续，关键在于确立领导权及其制度框架，以激励、约束和协调合作行为。因此，国家之间能
否意识到利益偏好与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或相容性，能否主动释放合作诚意并相信对方的合作
诚意，能否确立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领导权，关系到战略对接的成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是，国家之间在领导权问题上是否存在明显分歧，或者说能否约束自身的领导权竞争行为。
综上所述，战略对接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或程度: 第一，对话协商。这一阶段旨在释放善
意，消除信息不对称，凝聚共识，实现政治和解，建立最基本的相互信任; 第二，具体项目合作。
这一阶段旨在通过具体的功能性合作项目检验各方的意图与承诺，以巩固互信、强化各方的合
作动机; 第三，制度设计。这一阶段旨在总结项目合作经验，通过正式制度确立领导权分配方
案，降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关系常态化。在实践中，制度设计可能会先于功能性的项
目合作。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国家之间对领导权的分配有高度共识，或者领导国承担了大部
分合作成本且承诺可信度高，或者其他国家愿意选择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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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本质
( 一) “一带一路”倡议: 双重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受益于、也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一方面，中国的发展
客观上需要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并且获得自由进入全球市场、尤其是西方国家市场的
机会，而有限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无法承受与美国霸权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直接对抗的代价。
因此，中国必须接受并适应既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国家实力与国
际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同时与其他新兴大国形成竞争关系，并且
引起中小国家的疑惧。因此，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构建更加具有
包容性的国际新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将国内发展改革和国际秩序变革有机统一起来的产物，它试图通
过创造国际需求，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转型，并且提升中国对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影响力。可见，“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世
界秩序观。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倡议归根结底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但是，鉴于上
述中国和世界的复杂关系，中国必须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而且这种国际
合作必须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能够将中国和所有参与国的利益整合起来。因此，“一带一
路”倡议具有双重属性，即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国家战略，对于世界而言则是一种国际合作机
制; 是否能够同时处理好与西方国家、非西方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关系，关系到“一带一路”
倡议的成败。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内容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①在西方国家、非西方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存在结构
性矛盾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合作议题，试图在三者之间求得国
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
组织机构，其创始成员国中既有迫切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非西方
发展中国家，也有迫切需要为过剩资本开辟新的积累空间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一带一
路”倡议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针对性，进而能够强化参与国开发利用彼此之间发展互补性
的动机。“一带一路”倡议在试图推动国际秩序向更有利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变革的同时，也
试图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进行适当的安排，因而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能够以和平方式
进行，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利益。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
军事同盟; 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 是不以意识形态划
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②近年来，我们看到，无论是与中国存在结
构性矛盾的美国和日本，还是在“萨德”问题上与中国陷入外交纠纷的韩国，以及当前与中国
关系微妙的朝鲜，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决定参会。尽管这些国家的参
会动机并非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认同，但这至少说明一味拒斥“一带一路”倡议并不
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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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改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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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08 /
27 /content_5316913. htm.
( 二) 金砖国家合作: 非西方新兴大国的多边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最初是美国高盛集团于 2001 年提出的一个金融投资概念，旨在为西方国家
的过剩资本在所谓“新兴经济体”之中寻找新的保值与积累增值空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
国由于具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①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西方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普遍受到重创。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大
国不仅保持了较强的经济活力，而且对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金融、经济秩序
提出了批判，并且试图凝聚共识，促成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集体行动。在实践中，二十国集团
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合作论坛，而金砖国家则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 2009 年第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举行，“金砖国家”从金融投资概念真正转变
为一个多边国际合作机制。
从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成果②来看，一方面，共同的新兴大国身份，共同受到来自
西方国家的竞争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
立、巩固和完善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合作应对危机并且实现共同发展是金砖国家
合作的主题与重要保障。也就是说，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满足各自的经济利益需求，是推进
金砖国家合作的两大基本动力。作为一种多边国际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持有反对西方国家既
得利益，代表非西方新兴市场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共同立场，如果放弃这一立场，金砖
国家合作将失去基础性的共识与凝聚力。此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增加合作议题、强化合作动
机，它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首先在金融与经贸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因而是巩固和促进金
砖国家合作的重要保障。
五、领导权竞争对“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国际合作机制，但合作动机、参与国身份和领
导权等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进而使二者的战略对接面临着不小的阻碍。
已有的研究认为，相同的“合作共赢”理念，以及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的重合，塑
造了这两种合作机制之间契合性，因而金砖国家合作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③然
而，在既有的国际合作机制中，并非只有“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有理念与议题的契
合性。有学者指出，在各种内外挑战的作用下，金砖国家具有“改革方向的相通性”，再加上相
互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以及“南南合作”的增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尽管如
此，中国在实践中也必须重视金砖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实力差距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④事
实上，共同威胁或利益诱发并强化合作动机，以及合作动机转化为合作行动，其中存在复杂的
机制。我们认为，决定“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是否能够实现战略对接的关键因素，
是领导权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设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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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成志杰:《金砖合作机制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大助力》，《人文杂志》2015 年第 12 期。
赵明昊:《“金砖国家”在失去金色吗?》，《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 年第 7 期。
李兴也指出，处理好中俄印关系是决定金砖国家合作能否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这实际上触及到了国际合作的
领导权竞争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参见李兴:《加强中俄印金砖国家团结是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中之重》，《中共贵州党校学报》2015 年第 6 期。
( 一)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在不安全感和竞争思维根深蒂固的世界中进行国际合作，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保持自
主性、争夺合作领导权的行为倾向。“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际合作机制，也是中国的顶层国
家战略，中国不可能放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权。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既能够吸引
一些国家的追随，也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另一些国家的制衡。例如，作为金砖国家和亚投行的创
始成员国，印度在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后不久，就开始实施所谓“季风计划”。①印度
不仅没有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且还以强烈的措辞表达对“一带一路”倡议、
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不满。②随后，印度试图联合日本推进“亚非发展走廊”计划。③
这些计划实际上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政治动员、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和人力，并且在外交上为“一带一路”倡议做了大量的推介与增信释疑工作。但是，如果“一
带一路”倡议缺乏完善、有效、合法性强的制度框架，参与国的违约背叛风险会上升，外部竞争
压力会增加，中国的承诺可信度也难以提升。在亚投行创设之初，不少西方国家对亚投行的透
明度、基建投资的环保标准、制度设计与管理机制的合理性，以及风险管控水平等提出了质
疑。④ 2017 年 8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转变态度，表达了参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
愿，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使用权、采购透明度和贷款国家偿债
能力等问题的关切。⑤尽管这些质疑和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护持既得利益、稀释中国领导权的
表现，但中国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些质疑。这是因为，中国要确保“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就
必须提升自身领导权的合法性，从而必须通过提升制度化水平的方式展现中国的诚意和“一
带一路”倡议在利益与价值观上的包容性。
此外，沿线不少中小国家一方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生怕错失其中的机遇，另
一方面也十分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要么试
图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构建、分享部分领导权，要么同时参与其他大国创设的类似计
划，或者进一步挖掘既有国际制度的战略潜力，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例如，东盟国
家曾经试图在亚投行的内部结构、投票权重和总部选址等议题上施加自身的影响力，未能达到
预期目标后，又对中国的“大国本位”心态和行为感到不安，并且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借鉴亚开
行这类成熟机制的经验。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水平不足，未能确立清
晰的领导权边界以及完善的利益分配与争端解决机制，进而显得中国承诺可信度不足的结果。
当然，在国际合作的初始阶段就试图构建正式的制度框架，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凝聚共识
与深化合作。因此，通过非正式制度如对话论坛机制，释放善意、消除疑虑、讨价还价，先确立
核心价值观与基本议程，并且在分歧较少的领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是较为务实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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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 － pitches － for － asia － africa － growth － corridor － 4669933，Visited on August 9，2017.
吕鸿:《国际观察: 亚投行，如何经得起质疑》，人民网，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 /2015 /0416 /c1002 － 26851622. html.
Kyodo，“Abe offers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Silk Ｒoad initiative，”http: / /www. japantimes. co. jp /news /2017 /06 /
05 /national /politics － diplomacy /abe － offers － conditional － cooperation － chinas － silk － road － initiative，Visited on August 9，
2017.
《马中视窗: 亚投行 2 策略消除东盟疑虑》，南洋商报网站，http: / /www. enanyang. my /news /20150511 /马中视窗: 亚投行 2
策略消除东盟疑虑。
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大量合作项目全面启动，利益关
系日益复杂，仅仅依靠非正式制度将难以有效维护中国和参与国的利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
性。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即在维护中国领
导权、扩大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协调合作参与国的利益，并且建立起有效的战略
约束机制，进而使合作可持续，是“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 二) 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金砖国家合作构建正面临着合作关系定位为经济伙伴还是政治盟友，合作机制维持
非正式论坛形式还是向正式的组织形式发展，是否扩员，以及功能定位为建设性还是替代性等
一系列战略抉择。①这些战略抉择考验着金砖国家合作的凝聚力，决定着制度设计的方向。金
砖国家是各自所在地区迅速崛起的大国，都试图通过改革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进一步扩
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国家实力的差距，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国内政治的变迁，对国家利
益的机会主义考虑，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亲疏程度，以及地缘政治矛盾等因素，也可能使各成员
国的制度设计方案、行动策略相互抵触，进而难以产生进一步提升合作制度化水平的集体
行动。
第一，金砖国家对合作有不同的战略认知与利益考虑，这是它们之间出现分歧与领导权竞
争的根源。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与中国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的动机最为强
烈，但俄罗斯更强调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意义，而中国更倾向在经济层面发挥金砖国家合作的
作用。因此，两国在合作制度化的速度和方向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印度则将金砖国家合作视
为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左右逢源的筹码，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较为明显。巴西和南
非由于实力有限，且在地理上远离其他成员国，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各自所在地区的国际合作，
因而在金砖国家合作中“搭便车”的心态较为明显。近年来，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进一步
提升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反恐等议题上，金砖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少分歧。例如，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虽然联合抵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也不愿在西方与俄罗斯之
间选边站。②俄罗斯在 2015 年担任金砖国家合作主席国期间，试图建立一个常设的金砖国家
议会机构，但中国对此并不热衷，甚至还支持印度阻止这项提议。③在 2016 年的领导人会晤
中，印度试图将共同打击几个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写入“果阿宣言”，但由于中国反对将恐怖主
义与特定的国家联系起来，俄罗斯则不置可否，印度最终未能如愿。④
第二，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金砖国家合作已有的行动计划缺乏常设性组织
机构进行监督和协调，这使得各成员国的行为缺乏有力的制度化约束。每年的领导人会晤实
际上只是一种对话论坛机制，旨在针对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发声、凝聚共识。已有的金砖国家合
作成果局限于金融、贸易、农业、能源、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低层政治”领域的会议论
坛机制。最有行动力的机制只有新开发银行( NDB) 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CＲA) ，但这两
大金融机制也存在平权决策模式可能带来效率损失，信用评级和运营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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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从乌克兰危机看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的前景》，《国际观察》2014 年第 3 期。
Sergey Kulik，“Ｒussia and the BＲICS: Priorities of the Presidency，”http: / /www. cfr. org /councilofcouncils /global_memos /
p36758. Visited on August 9，2017.
Praveen Swami，“BＲICS Summit: Why China and Ｒussia did not name Pakistan on terrorism，”http: / / indianexpress. com /arti-
cle /opinion /web － edits /brics － summit － why － china － and － russia － did － not － name － pakistan － on － terrorism －
3087651. Visited on August 9，2017; 外交部:《2016 年 10 月 17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
http: / /www. fmprc. gov. cn /web /wjdt_674879 / fyrbt_674889 / t1406422. shtml.
蔡春林、蔡阳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角色定位及运行策略研究》，《国际贸易》2015 年第 11 期。
与此同时，中俄准盟友关系、中俄印合作机制、印巴南对话论坛( IBSA) 、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
投行等合作机制在功能与地理范围上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重叠交错。在制度非中性①的作用
下，参与国在这些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与获益程度不同，从而推进合作机制构建的优先性与采
取的具体策略也不同。因此，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对各成员国的行为缺乏
足够约束力的情况下，这些合作机制有可能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构成不小的竞争压力。
第三，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逐渐转变为内需拉
动，导致激励合作的共同利益总量减小。②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变迁削弱了金砖国家对共同身
份和立场的认同及继续推动合作的积极性。例如，经济表现不佳、国内政局不稳的巴西和南
非，担心过于坚持金砖国家的立场会削弱外交政策灵活性，不利于应对危机、实现国家利益最
大化。巴西特梅尔政府为了巩固执政合法性，加强了与美国和拉美中右翼政府的联系，还激烈
回应拉美左翼政府对巴西弹劾案的不满，这将减弱巴西对“南南合作”的重视程度，阻碍拉美
一体化进程。③有南非学者也指出，在国内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南非不应当将金砖国家合作视
为一个反西方的平台而拒斥与西方合作，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才是南非的最佳选择。④
六、“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战略对接的可行性及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领导权竞争与制度过剩问题的困扰，而且它
们的制度化水平都偏低。在短期之内，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战略对接的难度
很大，最多不过是基于功能上的相似性，在具体项目上进行对接。这是因为，中国与部分金砖
国家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并没有消除，领导权竞争与制度过剩的消极影响依然会持续存
在甚至可能加剧。但是，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各自的独特优势
对冲风险，以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合作中的领导权竞争和制度过剩问题，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金砖国家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实力差距，特别是中国在金融经济领域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以至于有人认为，“新兴国家崛起”几乎可以等同于“中国崛起”，而这可能会削弱金砖国家之
间的凝聚力。⑤由于同为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在法理上拥有平等的决策权，任何一个金砖国家
都不甘愿在合作中被其他成员国领导，即国家实力不可能自动转化为领导权。事实上，如果缺
乏强大外部威胁或者利益诱惑的刺激，分散的领导权将导致金砖国家难以在制度构建上取得
重大进展，并且产生团结一致的国际秩序改革行动。也就是说，金砖国家制度创设与集体行动
的门槛较高，各成员国的威胁认知和利益认知必须高度一致，相互之间实现战略和解，金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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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合作才能有进一步的实质进展。但也正因为如此，金砖国家一旦能够在更高水平的制度创
设或集体行动方案上达成共识，金砖国家合作将极大削弱既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进而吸引更
多的非西方国家参与合作或支持国际秩序改革。可见，金砖国家合作具有合法性优先、效率次
之的特点。到目前为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中从未提及“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成
员国的国家战略。根据《印度报》( The Hindu) 的报道，2017 年 9 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前夕，中印两国代表在福州举行的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上，并没有对金
砖国家合作应当正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①这就表明，金砖国家合作追求的是统一
的战略部署和中性的制度框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只有从其他金砖国家那里汲取到足够
的合法性认同，在战略层面上消除了它们对中国的不信任，并且与金砖国家合作实现制度层面
的整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接，而这在短期之内仍有较大的难度。
与金砖国家合作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单独发起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体现了中
国的国际秩序观，根本上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由中国承担了主要的合作成本。因此，
一旦其他国家作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则意味着它们或多或少承认了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并且能够接受或默许中国在合作中享有较大的领导权。而且，就目前来看，“一带一路”
倡议是由具体的合作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驱动的。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共同身份、行
动一致，并且明确以政治色彩较强的国际秩序改革为合作目标。与此相比，“一带一路”倡议
更加强调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收获，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在战略上对中国
怀有敌意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较为集中的领导权与较低的合作门槛，使得“一带一路”倡
议的效率较高，中国在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和进行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也有更大的主动权。
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吸引力和政治包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转变态度参与进来，其他金砖国家、以及对金砖机制给予厚望的非西方国家，会不会认为中国
背叛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立场，或者认为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积极性降低? 这关系到
“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战略对接。当前，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权
力地位持续上升，崛起势头依然强劲，中国所面临的制衡压力依然较大。事实上，西方国家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测试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分享部分领导权干预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趋势，防止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金
砖国家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应当是一个对冲风险的选项。不可否认，在西方国家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愿意牺牲一部分既得利益配合中国推动国际
秩序变革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意义可能会被弱化。然而，一旦西方国家违背合作共
赢的精神，试图干扰“一带一路”倡议改革，并且采取激进手段阻碍国际秩序变革，金砖国家合
作的政治意义就会重新凸显出来。因此，中国应当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相对
独立地持续发展、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同时防止二者过于疏离甚至相互抵触，以应对西方国
家战略意图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势头，当前金砖国家合作的凝聚力和动力较弱，因而是上
述对冲战略的短板。为了弥补金砖国家合作这一短板，中国首先要用好现有的对话论坛机制，
说服其他金砖国家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上达成共识，并且重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政治立场。其次，为了强化其他金
砖国家的合作动机、降低它们的合作成本，并且进一步释放中国的合作诚意，中国可以加强对
金砖国家金融机制的资金支持力度。对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金砖国家成员，中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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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自身的领导权，让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基建立项、资金使用上对它们实行优惠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通过双边合作重点帮助巴西和南非两个较弱的成员国渡过难关。再次，对于其
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强经济增长潜力，并且高度认同金砖国家合作政治立场
的国家，中国可以向其他金砖国家提议将它们纳入现有的合作机制，甚至吸收为正式成员。最
后，中国可以考虑支持俄罗斯曾经提出的建立金砖国家常设机构的提议，并且推动制定常设机
构的议事和工作规章制度，以约束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的利益总量越来越大，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
中国不仅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领导权竞争压力，也面临着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领导权竞争压力。
由于领导权竞争的后果往往是制度过剩，如何协调与既有国际制度和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的关
系，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下一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为了提升领导权的合法性，同
时也为了提高资金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过度消耗国力，中国应当开始从主导推进具体
合作项目，转向主导制度建设，通过国际组织和制度规范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尤其是要注重
整合既有的一些功能高度相似的合作机制。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合组
织( OECD) 的经验，选择一批代表性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 OBOＲ) ，
以推动“一带一路”“国内版”转化成为“国际版”。其中，“复合代表”是 OBOＲ 的一个运行规
则，即不仅可以吸收主权国家，也可以吸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①在此基础上，
我们建议，金砖国家合作将来成立的常设机构可以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统一制度框架，
并且充当“改革者联盟”的角色，毕竟金砖国家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的都是推动国际
秩序朝着更加包容、公平的方向变革。但是，这一计划不宜操之过急，因为许多双边关系中的
不信任问题还需要通过耐心、艰苦的双边外交工作加以妥善解决，前面反复提到的印度对中国
的战略不信任与反制措施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在短期之内，金砖国家合作作为对冲风险的
战略选项相对独立地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恐怕还是更为重要的。
七、结 语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并且在诸多国际合作机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领导者角色，中
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动机和能力都在增强。但是，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
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国际秩序的变革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领导权竞争强化了这种不确定
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不同国际合作机制之间的战略对接来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提高合作
效率，进而实现共赢，有利于构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国际新秩序。当前，“一带一路”似乎已经
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代名词，再加上制度过剩问题得到学界和智库越来越多的关注，一种简单
化的思路随之出现，即现有的一切国际合作机制都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所用，因而战略对
接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口号。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及战略对接不是仅凭理念
相似、功能重合，以及领导国的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中国应当对自身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
机制所具有的不同优势和对国家利益的不同意义进行认真区分，并且对这些国际合作机制所
面临的挑战进行仔细研判，在此基础上采取经济激励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战略对接。
〔责任编辑: 徐淑云 陈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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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Orient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Deng Lip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x orient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e analysis is made in such six aspects as mechanism of market economy and basic
tax orientation，function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nd solid guarantee for taxation，tax system a-
dapting to basic economic system，taxation serving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role of taxation
in concentrating on performing a great deed and upholding cultural self － confidence and moderniza-
tion of taxa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pecific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tax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dalitie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dership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BＲICS Countries by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Li Yiping /Fu Yuheng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objectively requires
the existence of leadership． The key to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leadership is that each
country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its own benefi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s willing to pay the
corresponding costs． Although it is hard to avoid competition for leadership，it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strategic alignment． The“Belt and Ｒoad”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China’s top － level na-
tional strategy，but also an open，inclusive and win － win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BＲICS cooperation is a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non － Western emerging power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o the benefi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both can
achieve strategic alignment，it will not only be conducive to the maxim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n-
terests，but also favorable to the shif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more inclusive direction． However，
the leadership competition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two to achieve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s far as it goes，China should ensure that the“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BＲICS will develop independently and continuous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each
other’s unique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China should adopt the measure of combining eco-
nomic incentives wit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the two from being estranged from each
other or even contradictive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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